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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浙江里甲体系的改造与重建 

侯鹏 

【摘要】明清时期，伴随一条鞭法改革的进程，浙江地区的里甲体系经历了一个以田土为中心的改造和重建过程。

通过不定期的土地丈量，原有里甲组织编户的内涵为编田所取代，通过定期的“均田均役”编审，征收组织向着更

具地缘化的方向发展。作为这多重行政操作交错进行、长期累积的结果，“图”一级单位在清前期具有了程度不同

的地缘性特征。其地缘性强弱取决于土地丈量和推收的准确程度，也与均田编审的组织合理程度密切相关。 

【关键词】里甲;明清 ;均田均役; 编审; 浙江 

一、前言 

本文是对明清时期基层赋役征收体系演变的一个区域研究。以户数编成、按户等轮次应役的里甲制度，其前提是对明初以

在乡地主为中心，包括自耕农、佃户和奴仆在内的社会阶层的容纳和整合。
①
担任粮里长之役的在乡地主对劳动者保有强烈的人

身依附关系，率领僮奴、佃仆业田致富是其基本形象。
②
而在兴修水利的共同劳作和管理中，粮里长也因其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

的优势而处于明显的支配地位。
③
—里之内由见年里长率领甲首户轮流应役的做法正是包容和利用了上述支配关系才得以实现。 

至明后期，里甲组织得以附着其上的社会关系内容变得复杂而多样，以农业资本主义萌芽为主题的研究展现了当时社会阶

层分化加剧的情景，社会地位迥异的土地所有者以更多样的经营方式与不同的劳动者发生关系，已无法用一元化的支配体系加

以概括。从地主阶层来看，正德后各类身份性地主藉由赋役优免特权的无限制扩张，势力日渐膨胀他们接受投献、诡寄而拥有

大量田产却能免除徭役负担。
④
从农业经营的角度看租佃关系中的城居地主一佃户与雇佣关系中的在乡地主、富农一佣工，成为

乡村权力格局的重要内容。
⑤
其共同特点是人身依附关系的逐渐松解，以契约维系的主佃关系、雇佣关系日渐流行。而作为直接

生产者的自耕农和佃户，其经济自主性得到了加强，它体现在富农、佃富农层的出现，永佃制下劳动投人的增加，小农多种经

营模式的自主选择，
⑥
以及奴变风潮中冲破旧有人身依附关系，以地缘性的村落或“连圩结甲”组织抗争等各个方面。

○7  

考察明清时期里甲制的种种弊端上述日渐多元化的利益格局表现得非常明显。其中，乡绅大土地所有者的优免泛滥与庶民

地主的诡寄花分共生并存是最主要的特点。前者优免庇护网络遍及其佃户、丛仆、疎属、远亲，“田产悉据膏腴，亩数不啻万倍，

影射那移，飞诡变幻，三十年来无一手一足应公家之役无一钱一粒充应役之劳。
○8 同时也有宦户“反冒富之田以取利”

○9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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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官受民诡寄，田一亩银三钱，千亩三百两新例也”
①
在乡绅的土地所有中，很大部分是通过对特权的买卖实现的。 

田多大户、富户等非身份性地主普遍通过诡寄逃避徭役，“或托乡大夫为户焉，或托举监、博士、弟子为户焉，或托吏承、

灶籍、贫甲为户焉。一人之田分人数户，而尊官大吏所不能尽庇者，彼且悉免矣”
○2 ，或通过花分的方式减轻负担，“如田五百

亩分作十户，编审时令十人在官应名。夫五百亩之田总之则上户，分之则下户也，乃贫民不满百亩者，受役反出其上，贫富混

淆，劳役倒置”
○3 。在田赋征收中，将己田之粮分洒人他户，

○4或在买田时不将税粮过割，甚至捏造虚假的土地买卖，通过频繁

推收以脱漏税粮，“如赵甲之田本无卖出卖人也，册时故为推收，一推于钱乙，再推于孙丙更转于李丁，而复还本户，或于孙丙

而摘粮，改多改少，或于李丁而摘粮，改官改民，去者无求，而来者无办矣”
○5 。 

大土地所有者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动机出发，通过种种方式撕裂了里甲制对乡村控制的基本设计乡村社会基于经济、社

会地位的不平等由此转变为赋役负担的不平等，这在各地都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但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这样一种不平等的支

配并非事实的全部，经济自主性愈益增强的中小土地者也极力在包揽空间中谋求自身的利益，这中间里书阶层起到了关键的媒

介作用。作为里甲组织的基层职役，里书负责“掌管户籍，派办赋役税粮，查理军匠等役”
○6 ，又称知数，“知数之上有区书，

区书之上有县总”
○7 ，约在弘治正德年间，里书作为包揽者的形象开始流行，

○8至明末则繁衍成一种家族事业，“或一家而父子祖

孙相继书算。或一人而更姓易名，谋充几册。或一族而父叔总区，子侄书手，以至积弊成蠹”
○9 。从下引嘉善县里书一区总的包

役情形可知，权力买卖关系在主导着基层赋役征收的组织： 

„„犹幸年年一轮，或上年此人包役，而下年里递之众自谙书算，不愿雇人，或另有亲识，转相包揽。„„方其招募充纳

时，悉假赀于殷户，约即以顶首为质，后请以花分等弊报偿。其尤黠者，一人而纳二三顶首，是平日此推彼收，自后推收皆操

一人之手矣。里书可以多纳顶首，区总又可以分纳里书，是平日有散有总，自后散总皆操一人之手矣。
○10 

包揽网络中的乡绅和“殷户”自然处于有利地位，但里书并非其附庸。他可以多纳顶首银以扩展其业务，同样人户也可以

自由雇募熟识的里书。有时里书受富户重贿，诡寄田土于乡宦，而后者却不知情，“及过册后潜自收回，曰吾已回赎。甚则田去

额存，一有拖欠，反将官户比追”。
○11有时只要交纳贿赂，上述避役网络也可容纳中小土地主的存在。如万历九年以前的海盐县，

田多大户长期诡寄田亩，形成了富里与患里的巨大差别，“富里之民虽田盈千亩，一役不沾，患里之民虽户无立锥，且充数役。

贫民不甘，往往苦扳大户，或将吏书装头，或捏重情骗准，经年累月，烦渎官府，吏书因而陷害，大户亦复丧家”
○12。在崇德县，

“其温饱之家无不捏立诡名，至以三妹四姐称之，不独田地莫可稽查，虽其姓名，亦一时难辨”
○13。在新昌县，“又有一户殷实，

则彼此互有其名者。一户消乏则彼此俱去其名者”
○14。 

权力在一种类似商业交换的场景中运行，经历着持续分化的利益主体都可能找到庇护的空间，也可能面临被损害的境地，

作为一个总的后果，就是上述富里与患里的出现，“百姓以庞诈为强，弱甲制于里，单里制于豪里，乡里又制于市驵” ○1 。明初

编户里甲对原有乡村社会关系的有序设计荡然无存。 

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里甲体系的改造与重建，就是地方政府试图在包容现有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重建乡村控制的秩序。它

要求准确登记田土与人户，及时推收以把握其变动，力图通过对复杂社会关系的区分、约束和调节，将整个征收重新组织在一

个合理的单位里。在这一过程中，原有里甲体系的编成原则和运行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它集中体现在“图”的多重性质和演

变形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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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一问题的研究，以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和川胜守对明清江南“均田均役”的考察最为重要。在“乡绅土地所有”的主题

下其研究涉及优免限制、固定田亩数编审里长、派役等内容。
②
而在“图”的性质这一根本点上，滨岛敦俊从对优免的限制及限

田编里的作法出发认为这就标志着里甲组织“地缘性”的丧失。
③
如果这一结论符合历史事实，那么其后顺庄法对村落更加细化

地把握又是如何实现的呢？面对上述社会阶层多元分化的现实，州县行政无法有效驾驭乡绅权力的扩张，难道就只能以这种整

齐划一的方式重构其乡村控制体系吗？其次，由于缺乏对丈量经界内涵的有机联系，两位学者在对均田编审中形成的“本图”

与“客图”的理解仍存有争议。（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本文以明清浙江地区的相关史料为依据从丈量经界的特征人手，辨析“图”的不同性质与功能，进而就均役之图的构造与

变动作出分析。在这一系列行政操作的综合作用下，浙江地区的均役之图程度不同地具有了把握乡村社会的地缘性基础。 

二、丈量、归户与均田：图的多重功能 

自南宋实行经界法以来土地丈量就是地方政府清理田粮关系进而重整乡役体系的一个基本手段。通过对田土的丈量或自实，

将相关土地与人户信息加以不同层次的类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赋役催征中出现的各种不均的现象。考察明后期以来各地

的土地丈量，我们能发现，经界首先以里（图）为单位类聚田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在浙东地区，人户自实编号后的田土

在有明确界址的图内鳞次排列，复按各图户名加以类聚，以为办粮依据。在浙西嘉兴、秀水、嘉善三县，丈量虽以圩为单位进

行但在归户时仍是以里为单位类聚。
④
 

由此我们可以分辨出图的两个层次，其一为丈量之图，它由壤地相接的编号田土组成，载明了坐落土名，是分派原额税粮

的依据。其二，即归户实征之图，它汇聚了各图办粮户名下的所有田土。田土买卖无常，每届十年编审通过各图间的推收加以

确认。它是税粮征收徭役佥派的直接依据。 

对于丈量之图的地域性特征这里还可以补充衢州府常山县康熙末年丈量中对“查丈之法”的规定，以作更详细的说明 

一、查丈之法：每图举报公正二人，书算二人，弓手二人，俱要谙练老成者，俾专司一图之事。先令户不分完粮、欺隐之

田地山塘，但系现在开熟及管业者，于每号内插一木牌，长三尺阔三寸，上书此田地山塘坐落都图、里曱及业户姓名，俟公正、

书算、弓手人等至此，开弓丈明四至，算明积步亩分，一面挨填字号画图填册，一面填写木牌，以凭委官抽丈，每图仍取公正

不敢扶同隐漏，及弓算手不敢朦混欺蔽之画押甘结存案。
⑤
 

这样，继宋代都保体系形成之后，明清时期州县对土地坐落的地域性把握更细化至图一级单位，“凡乡辖里，里辖都，都又

辖图。每图之下必书其土名，„„土名但书其大者，若孤墟单落，盖不胜书” ①。 

丈量之图的地缘划分只是改善赋役征收的基础，州县行政最终要把握的是土地与人户现实的结合关系，它取决于归户之图

对户名、田土登记的准确程度，推收的合理与否，也与各地土地关系的复杂程度密切相关。如文初所述，正是在这一点上，明

后期以来“积弊成蠹”的包揽网络已将里甲黄册的运行秩序全然颠覆丈量专重田土与税粮的核实，其据以归户的里甲户名大半

失实错谬，花诡百出，经历数届推收，归户之图的编役功能又面临废弛的境地，它使一条鞭法后的征收因缺乏有效组织而处于

持续混乱和不均的状态。以田土为中心调整征收的组织单位和运行原则自然发生，这就是以“均田均役”名之的改革。 

                                                           
①道光《金华县志》卷 1《志疆域第一》，第 61 页。 

②雍正《处州府志》卷 9《宦迹》，第 92 页 b。 

③同治《云和县志》卷 6《田赋》，第 7 页 b。 

④嘉靖《瑞安县志》卷 3《田赋志》，第 20 页 a。 

⑤粱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7—90 页。 

⑥崇祯《嘉兴县志》卷 10《食货志》，第 32 页 a—第 32 页 b。 

⑦雍正《浙江通志》卷 81《漕运中》，第 18 页 b。 

⑧杜果：《官收官兑疏》，康熙《嘉兴县志》卷 9《事文中》，第 38 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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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田均役的基本做法类似前此丁田之征的十段法，将全县应役田土均摊于里甲之内，人户按其役田多寡共同承担相关役费。

就目前可获得的资料，浙江地区以均田为特点的里甲编审最早出现于正德初年的处州府庆元县： 

何鳌，正德初知县。先赋无定式，随田多寡为户，民病之，乃平其田，以二顷为一里，彼此适均，民无偏累。
② 

嘉靖元年（同府云和县在黄册大造之际均田定里，“更定每图以田二顷为率，不足者清之，有余者析之，民称便焉” ③
。三

十一年（大造，温州府瑞安县行均平限田之法，“每坊长一名带甲约限田八百亩里长一名带甲约限田五百亩，自是丁田适均，役

无偏累”
④
。前两条记载的编审对象无法确知，由第三条记载可知，它是作为当时里甲均平银的一种征收组织方法出现的，可视

作十段法的变种。 

嘉靖末年，庞尚鹏按浙，普行一条鞭法。此前征收标准与方法各异的四差银两（均平、均徭、驿传、民壮）与赋银合并，

摊入全县丁田，随粮代征。在征收的组织方面，随着粮里长之役的合并，粮、银的征解则都统一在了见年粮里长身上，
⑤
其职能

主要有：粮、银的催征。漕粮兑运。解役佥派，包括白粮、南北绢等实物税的押运解送，各项条鞭银的解司解府等。此外，明

末对斗级等部分重役在条鞭银之外又有追加贴派，也由各里轮年之甲承担。 

随着官征官解的逐渐推行，上述由见年粮里长直接承担的力役负担日渐减少，相关费用多摊人全县田土后纳人条鞭银的征

收中。首先是各项条鞭银的解送，万历三十八年（，布政吴用先推广杭州府敛解之法于全浙，命各县将条鞭银逐款类报，听候

布政司委官收取。由此空出的里长解户被称为“空役”，负担相关的官解费用。
⑥
顺治二年（清廷奏准白粮民运改为官解，随漕

带征，民运白粮终止。
⑦
顺治八年（，浙江巡按杜果实行官收官兑，将明末漕兑中产生的“漕截”费用随漕带征，漕船到达水次，

“听印粮衙官及监兑推官两平交兑，一船兑足立刻驱行不容少缓，俾军民两不相见” ⑧
。至康熙年间，见年里长所承担的就只

有条银和漕粮的催征了。 

一条鞭法不断将各项赋役收人及征收费用摊于全县田土，纂入赋役全书并填入由帖，但这并不表示地方政府就可以据此对

每个人户进行直接征收将乡村人户按照一定的层级单位组织起来，以一定的方式佥选出基层征收人员的活动始终不可或缺，均

田均役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至此就集中在催征的组织上来。在庞尚鹏普行一条鞭法的同时，鉴于当时里甲间丁田数额差别巨大，

征解负担不均的情势，提出将各县黄册所载田土、税粮、人丁数据按照“挨都顺里”的方式进行平摊： 

备查某都额设几里，每里额编十名，每名下各编十甲。如一都丁粮有余则移补二都，如二都丁粮不足，则以三都益之。照

依黄册，挨都顺里，通融扣算，分定十年，务今彼此适均。然后将本图之粮责令遵投柜之法，递相催征，付收头领解，周而复

始，无使独累一家。① 

由此形成的“彼此适均”的里甲成为催征和柜收的基本范围。这种平摊丁粮于各里的做法事实上是要改变以人户编审为基

准的黄册祖制，他计划下一轮编审时在浙江省全面铺开，并希望得到朝廷认可后推行至各省。
②
虽然中央政府对此的态度不得而

                                                           
①庞尚鹏：《百可亭摘稿》，卷 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 1997 年影印本，集部，,191 册第 128 页。 

②庞尚鹏：《百可亭摘稿》，卷 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191 册，第 129 页。 

③“„„而巡按南昌谢公初至，正欲以均平行于通省，主其议尤力”。（吴时来：《周临海均田颂》，万历《仙居县志》卷 12《诗 

文》，第 38 页 b） 

④“至隆庆五年，知县谢廷试悯都里丁田多寡迪异而赋役贫富不均也，乃均平里甲，截长补短，仍为三十里，而多寡适中焉”。 

万历《新昌县志》卷 6《民赋志》，第 20 页 b—21 页 a） 

⑤“伍士望，字景周，江西南昌县人，由进士隆庆五年任，行平田均里及条鞭法，积弊虽清，颇觉骚扰，以改调去”。（嘉靖《永

嘉县志》卷 5《宦迹》，第 19 页 b 

⑥“方亮采。莆田人，由举人隆庆间知县，„„乘量田后行扒平新法，归额定里，手自裁定”。（雍正《处州府志》卷 9《宦绩》，

第 74 页 a—b 

⑧“隆庆辛未，天下赋役又当攒造之期，合该田三百亩充一里长”。（吴时来：《周临海均田颂》，万历《仙居县志》卷 12《诗文》， 

第 38 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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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但庞的继任者谢廷杰确曾有过推行全省的打算。
③
隆庆五年（大造，绍兴府新昌县、

④
台州府仙居县、温州府永嘉县、

⑤
处州

府遂昌县
⑥
均有施行的记载。其中仙居县在该年同时进行了土地丈量，则其均田编役之图是在丈量编号之图的基础上直接形成的。

从其基本程序来看，基本上实现了庞尚鹏的上述设想并为此后各地编审所采纳。 

首先是限定官宦优免田额，额外余田与民一体编里，“通计邑中之田若干顷，除官田一万二千亩免差不编里，寺田一万二千

亩折半论差。优免役占照题准通例，各以官级论免其额免外余田悉与民户一例编里”。其次是限田编里，“合该田三百亩充一里

长，强有力者不加益，贫而愚者不加少焉。官户田多者尽其一图。其田不及与有余者，从其择所相愿同充”
⑦
。优免限制、挨顺

编里、自愿搭配这些基本原则在此后各县的均田编审中都得到了贯彻。 

自万历九年（后，改革由浙东扩展向嘉湖等地，因循着黄册十年大造的外壳，越来越多的县在进行着上述内部机制的改造。

至清代，历任督抚、藩司对此多加意讲求，康熙十年（编审时，布政司袁一相采纳嘉善知县莫大勋的建议，概以三千亩编为一

里，
⑧
此后均田编里在浙江各府遂成为一个步调和原则都较为统一的行动。 

至此，在丈量、归户和均田编役的组织中，我们可以区分出图的三个不同层次。其中均田编役之图是在归户之图日渐失效

的情势下产生的变通办法，在明末清初的浙江地区，它实际发挥着组织赋役征收的职能。 

三、均田之图的构造 

对于均田之图的内部结构，我们要从其约束、调节进而包容各类土地关系的一系列做法中加以考察，将均田编役与田土的

丈量、推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说明其组织的地域性特征和实现的程度。下面就以资料最丰富的嘉兴府为主予以说明。 

一对乡绅土地所有的处置：免田的处理和官图的变化 

将乡绅田土区分出来，明确并固定其优免额度才能将诡寄宦户的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是均田派役的前提。嘉兴府

各县基本上都采取了限制乡绅优免田土额，严禁外县客宦冒免，同时对优免之外的田土进行派役，但实行程度和方式颇不一致。 

就免额的限定来看，海盐县在万历二十九年（的编审中最先采取固定本县乡绅优免额度为亩的做法，“各户免外余田与齐民

一体编户当差，如后人文渐盛，即在缙绅免田中多寡通融，不得侵逾八万二千三百亩之数，亏损小民役田”，同时严禁外县士夫

混免，“即有田产原隶本县图籍，一体当差”。 ①平湖县大约也在同期实现了免额的固定。
②
嘉兴、秀水县乡绅数本多，更因同处

                                                           
①《万历三十九年前任乔编审事宜》，天启《海盐县图经》卷 6《食货篇第二之下》，第 6 页 a。 

②“今海盐以科第日盛，宁瘠官以肥民，乡绅自愿递减矣。若平湖免数亦相若，多者则分为民里，少者不得取盈”。（《嘉兴府嘉 

兴县为厘正赋役以更民困事均田十议》，崇祯《嘉兴县志》卷 10《食货志》，第 39 页 a 

③[清]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 2《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影印本，第 328 页。 

④《嘉兴府嘉兴县为厘正赋役以更民困事均田十议》，崇祯《嘉兴县志》卷 10《食货志》，第 40 页 b。 

⑤《崇祯七年知县张凤翥采用乡绅虞廷升均田二十三议》，崇祯《嘉兴县志》卷 10《食货志》，第 56 页 a。 

⑥【日】滨岛敦俊：《明代江南農村社会研究》，第 298 页。 

⑦《万历三十九年前任乔编审事宜》，天启《海盐县图经》卷 6《食货篇第二之下》，第 9 页 a—b。其中府学、儒学生员 528 名

共免田 21060 亩，甲科、乡科、春元共 30 户免田 45300 亩。 

⑧《天启元年知县樊编审事宜》，天启《海盐县图经》卷 6《食货篇第二之下》，第 10 页 b。 

⑨清柯耸：《更定充役之法疏》，康熙《嘉兴县志》卷 9《事文中》，第 75 页 a。 

○10 《崇祯七年知县张凤翥采用乡绅虞廷升均田二十三议》，崇祯《嘉兴县志》卷 10《食货志》，第 56 页 a-b。 

○11 《崇祯七年知县张凤翥采用乡绅虞廷升均田二十三议》，崇祯《嘉兴县志》卷 10《食货志》，第 56 页 a。 

○12 “查照往册，止因各里有亏丁亏匠，虑其赔累，兼之生员免田不肯出图，无从安顿，故设立附户。其法未为不善，不意日久

獒生，奸民串通里书，躲闪役事，尽借故绝名色，巧避附户，名为又十甲。（潘湛明：《通详均田均役条议》，《治安文献》卷 2，

《官箴书集成》，合肥：黄山书社,197 年影印本，第 4 册，第 6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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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籍隶难辨，免额迟迟难定，“优免不如他邑，则士绅嗛然，免如他邑，则所均田益少，不胜役”
③
。在此后几届编审中，

免田日多，役田日少，不得已，只好将其中役田最少的二十三里立为患里，或“以空名丁口虚立”，或“类集零星小户数十人共

为一户”，在白粮兑军和南粮解银坐派中予以优惠照顾但富户利其役轻，复又捏鬼名将己腴田影人其中。
④
直至崇祯七年（编审，

才将免田定为亩。
⑤
而在嘉善县，免数始终未定，经过数届编审，承役田土直线下降，大户诡寄丛生，中小户困累加剧。

⑥
 

在处置乡绅田土与其住居之图的关系方面，情况也有所不同。在海盐县，乡绅免田并不单独提出，而是在编审之际将全县

优免名目、户数、应免亩数直接列出，
⑦
由各户亲供“旧管田若干，实系己业，新收某田，实系契买。免田若干，役田若干，听

本县酌免，册局榜约”
⑧
。直至清初，上述做法在江南等地较为普遍，“进士举贡生员犹有各立的名，或书职衔名，曰官户、儒

户，凡杂项差徭量行豁免。至于正额粮赋，各自照规完纳”
⑨
。 

其他各县则多将乡绅免役和应役田土分别提出，另编为免图和官图。在嘉兴县崇祯七年编审中，对上述亩乡绅免田就采取

了单独编里的做法： 

一议缙绅各项免田每里照数填入二千四百亩，如填六十里合得田十四万四千亩，除清算公占外，约当免数。其田派至各区，

每区将免田约填二区，各里适均若二千四百亩一里，倘有亏田数目，为生员不便出图，通融扣算。一议生员免田如谓不便拨出，

着于本图议免，总算过册后免田若干，应于诸绅免里内口摊少田以当生员免数，似通融两便。
○10 

对免额外余田则另编官图： 

一议士绅各项免额之外所余田亩照民间认役，粮里一体，但须另立官图，分别民图，以便催征。
○11 

乡绅田土单独提出，“出图”另编，由此形成的免图、官图自然是一个完全强制性的行政划分，没有任何地缘性基础。不过

由上引文可见，占人数最多的生员田土如不便出图，可在原来所在之图通融议免，则这种强制性的范围又是有限的。另据该县

顺治八年（编审条文可知，不愿出图的生员免田作为“附户”，留存于原图之中，名为“又十甲”，常成为诡寄的对象。
○12 

从实际执行的情况看，这种限制还是很不完全。除上述免额限定的困难外，在实际派役中，官图与民图差别甚大，如在海

盐县，乡绅官图就获得了“免佥粮解十名”的优待。在嘉善县，官图“向叩轻运，邑例固然”，与上述嘉兴患图中发生情形一样，

富户利其役轻纷纷诡人，导致“官图益广，有己田未盈，而护其族属，庇及葭莩者”，漕兑、白粮北运重役多归于民图下户。 ①

到崇祯四年（编审，嘉善县官图里长数从增至“官图之中，客宦居三之一盖邑绅所不肯寄，则奸富之民又诡托客宦名下，以故

民图益少”
②
。 

至清初，各地多因循明末优免旧例。顺治十四年（，清中央政府在人丁编审中正式对优免有了限制，“自一品官至生员、吏

承止免本身丁徭其余丁粮仍征充饷”
③
。同时随着漕粮官收官兑、白粮随漕带征，条鞭银官收官解等改革的完成，对于各项解役

的佥派基本终止，乡绅优免也变得没有必要。各地以此为契机，在历届编审中逐渐取消了乡绅优免。 

顺治十八年（1661）编审，湖州府长兴县“始遵宪颁条约去优免之名，创立官、儒、僧三图”④。康熙元年（编审，海盐县

                                                           
①陈龙正：《条陈三大要公揭》，《几亭全书》卷 27《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 1998 年影印本，集部第 12 册，第 216 页。 

②陈龙正：《辛未均役条例》，《几亭全书》卷 27《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2 册第 211 页。 

③《清文献通考》卷 25，光绪八年浙江书局刻本，第 8 页 b。 

④乾隆《长兴县志》卷 5《田陚》，第 23 页 a。 

⑤康熙《海盐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上海、成都：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浙江府县志辑》第 21

册，第 162 页。 

⑥康熙《杭州府志》卷 2《坊里》，第 13 页 b。 

⑦“绅矜另立儒宦图，分乡绅，不许隔属假冒及杂职微员混人。生员自现考而外告给衣顶者，亦得入甲，不许混入祠礼等项。 

既不催人之粮，亦不累人催粮，年年自行输米，自行完条，除优免本身一丁外，所办条银粮米悉照全书由单与民并无丝毫互异”  



 

 7 

“禁革优免，分别官儒民图，各别立户，不许宦人民图，民冒士籍”
⑤
。康熙十一年（“布政使袁一相颁编审事宜，绅民一体当

差，概以三千亩为一役
⑥
。至此，乡绅优免在官方就算被彻底废除，但乡绅田土仍然普设儒、宦二图，目的是使乡绅自催自运己

粮，避免因民催宦户所带来的不便。
⑦
其自催之法：“将乡绅、举人、贡生、武进士、武举人俱差役传催，如不完，提知数比较。

其生员行该学传催如不完，提学役比较。如再不完，则绅衿抗粮，奉有定例，处分甚严”。
⑧
从其形态来看儒宦图依循明末旧例，

或附于各图甲之内，
⑨
或单独提出编成。

⑩
也有两者交替并行者

○11
官儒图除自运外往往免于图内粮里催征之役。 

从总的趋势来看，官收官解大致完成后，乡绅与庶民之间的应役差别逐渐缩小，官儒图的设置主要是从方便组织征收的角

度考虑，其对整个编役之图的地缘性影响趋于减弱。 

（二）民图的构造及其面对的主要问题 

在限制乡绅优免的基础上，各类田土被均摊入一县图甲之内，形成亩数额定的民图一民甲，也有个别县份是以产丁、条银

或税粮为基础编成。如富阳县循明季“照田起丁，照丁编役”的旧例，“熟征田以十亩起一丁地基塘等以二十二亩五分起一丁，

柴山以四十五亩起一丁，茅山以七十亩起一丁，光山以九十亩起一丁，通其折实征田二十七万四千一百亩零，应起丁二万七千

四百一十丁零”，康熙元年均里，“将图之大小均为画一，除坊市四里，每图编充五百丁外，其余六十八里各编产丁四百二十丁

有奇，统计七十二图”。金华府东阳县康熙三年（编审，“约二十五两零为一甲，二百五十两零为一里共一千八百七十里”   ○13。

金华县康熙十年（前均图则以税粮编成，“每里大概派米二十余石”。① 

在大致按田均平的图甲之内，人户以甲为单位按田土多寡编审派役，轮流负责一图粮银的征收和解役的派发。至清代前期，

这样的做法已成定例： 

查一县田额若干，应审里长若干，每里十甲，每甲该田若干，田多者独充一名，田少者串充一名，其最零星者附于曱尾，

名曰花户，此定例也。
②
 

由上引文可见，为公平派役计，区分人户占田多寡仍是必须的工作，“以田多者为役头，田少者为甲首，先期刊发议单，令

该里区甲人户公议。照田认役，独充、朋充、串充明注单内，临审的确，即准佥充”
③
。人户朋充的情形非常普遍，如清初秀水

士人何元英所言，“以臣乡杭嘉湖而言，大都每田二百四十亩或二百六十亩定为一甲，此一甲之田不必皆系一户所有，盖取零星

花户合算，但满二百几十亩之数便为一甲，至于一里十甲计，田约有二千数百亩，又不知系几百余家零星花户之产” ④
。明初

作为正管户的里长、甲首户至此就鋭变为一个应役的役名，占有土地多寡不同的人户，在按田土均编的图一甲之内轮纳钱粮，

佥派解役，此后因人户土地买卖开除导致田土数额参差不齐，复又每十年一次，按照额定的亩数重新编制齐整： 

邑有都，都有图，图有甲。每甲田几百亩，每图田几千亩，每岁开除不一，至十年编审则仍衰多益寡，而配成数百亩之数，

挂榜示民，所谓榜田是也。其差役之法即具于榜田之中，轮值当差，周而复始，至十年复行大造榜挂示民，丁役皆派于田。
⑤
 

                                                           
①康熙《金华县志》卷 1《乡都》，第 7 页 a。 

②【清】柯耸：《更定充役之法疏》，康熙《嘉兴县志》卷 9《事文中》，第 73 页 b。 

③《万历二十九年前任李编审事宜》，天启《海盐县图经》卷 6《食货篇第二之下》，第 6 页 a。 

④【清】何元英：《革粮现均里甲疏》，康熙《嘉兴县志》卷 9《事文中》，第 65 页 b。 

⑤乾隆《镇海县志》卷 2《田赋》，第 15 页 a。 

⑥陈龙正：《几亭外书》卷 4《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 1133 册第 345 页。 

⑦陈龙正：《革里书区总顶首公议》，《几亭全书》卷 27《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2 册，第 217 页。 

⑧康熙《嘉善县志》卷 5《食货志下》，第 35 页 a。 

⑨光绪《嘉善县志》卷 10《食货志二》，第 51 页 b—52 页 a。 

○10 光绪《嘉善县志》卷 10《食货志二》，第 51 页 a。 

○11 沈受祺编：《嘉善县清陚平役新书》卷 3，第 2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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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着明代黄册大造的惯例，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循环至康熙末年。考察这一时期各地参差不齐的实际执行效果，能够发现，

当地方政府试图在编役之图内进一步细化地把握乡村土地关系时，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这主要表现在佥点大户的极度困难和

远拨人户现象的普遍出现。 

不管是优免的限制还是均平里甲都不能代替对人户田土的直接把握。即使限定免额，土地所有者还是可以通过贿赂里书的

方式来躲避里长的佥派，对编役之图内大小户的区分仍非常困难，这在嘉善县表现得最典型。由于免额难定，“天启元年奸猾隐

田数万，俱就各大户名下挂空扣减，而当事者不知，谓充役田果不足，遂将数十亩或百亩者作大户，充里长几分，十余亩以上

皆派朋充，而真大户顾悠然闲空，通邑几无独名里长，亦几无甲户矣”
⑥
。至崇祯七年（编审立户，“通邑里长择名者希，皆三

四串，五六串，大户中户下户不可复辨”
⑦
发展至顺治九年（编审，由于找不到田多大户，竟出现“以一百二十亩充一里长，配

以甲户田一百八十亩”的情况。
⑧
派役时“如有田十三亩者，即截十二亩傍挂充役一分，另截一亩编为别户，外拨十八亩以补三

十亩之额。由是田多畏役者百计花分，四散诡寄，而豪奸乘机渔利矣”
⑨
。康熙十年前（田土买卖“止据口号，未据实号”，历

来推收“止照图头、甲总论亩移付，而不带区圩号数，以致无从稽核”
○10
。通县额田六十余万亩，有二十七万亩不知所踪，只待

定役挂榜后方徐徐吐出，几届编审事实上根本没有完成
○11
。如何在均田编里的统一约束下有效把握人户的土地占有状况一直是一

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编审中另外一个较大问题是，在按田均里时，虽然一开始就强调“挨都顺里”，“顺流均派”等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限

额拨补常出现罔顾人户住居地域，远拨生疏鸾远之地，里长催征维艰的现象，兹举例如下： 

（崇德县）里长之役，催征为急，勾摄次之。惟是本都本图壤地相联，十甲鳞集，迩固比屋而居，遐亦篝火相望，即远甚，

仅隔里许，催征易，勾摄亦易也。籍令不量都图远近，尽盈者拨之，亏者补之，甚至相去四五十里而遥，彼此邈不相习，有睹

面失尔。„„况有坐图止里长九名，拨一名补之，甚至已有九名五分，止拨五分补之，则众暴寡，强凌弱，何啻驱羊攻虎哉？ 

①
 

（嘉兴县）夫据田定役此有何难？本县岂不能自裁而必听之公议者，诚以地之远近人之生熟势难周知，割裂拨补不可轻狗

臆见，是本县曲体尔民之情也。而民反各存私自利，不体上心，所存留者必尽驯厚，所推出者必系贫顽，是使富图益富，贫图

益贫，而均里之中有大不均者在矣。
②
 

（长兴县）又编审一役十年一届，里甲之内必有盈亏，有盈亏必有拆补、提帮。拆彼补此，提此帮彼，县官止凭纸上数目

信手拈来，不徇请托便为至公，讵知道里之远近，催办之艰。有同里同甲而相隔仍在百里五十里之外者，有十户二十户而分在

数区催办，必须数日而一到者，此小民疾首蹙额，悬望编审时一为改正，以苏其困者也。
③
 

（钱塘县）盖向来装里之不善，始于官审之名。吏胥得以乘机作弊，田多者听官拨出，田少者听官拨补，有拨在窵远不相

识熟之里以补缺额。甚至此里之田原不多，任意拨出，寥寥数百亩为一里，彼里之田原不少，任意补入，多至千百亩为一里。

役榜一出，豪强者得志而无言，愚懦者含忍而莫诉，此官审为里役之害也。
④
 

（海宁县）自康熙十年大造，奉文革粮见，颁行落甲自运，以田地三千亩为一图，定役十分，析并三百另二里办粮，其烟

户图分仍以三百五十六里。粮役虽均，而住居四远，或烟户住居头段，仁和交界，而办粮在于中末两段者；或烟户住居中、末

两段，与海盐、石门等县接壤，而办粮在于头段者。路隔百里之遥，非旦暮可至，所以住居茫然，人面不识，故有停匿滚单、

                                                           
①《编审事宜》，万历《崇德县志》卷 1《纪疆》，第 46 页 b。 

②《嘉兴府嘉兴县为严申编审事宜》，崇祯《嘉兴县志》卷 10《食货志》，第 37 页 b。 

③乾隆《长兴县志》卷 5《田赋》，第 33 页 a。 

④康熙《钱塘县志》卷 6《徭役》，第 19 页 b—20 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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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托、包揽、侵蚀、逋抗，官民均受其累。① 

由崇德县和海宁县的例子可见，壤地相连的土地丈量之图是地方政府实现地缘性控制的基础单位，海宁县隆庆元年（丈量

别大界后形成的段一都一图的地域控制层级至清代已成为确定烟户住居的依据。由于地方官在拨补时难以完全照顾到烟户住居

的远近，编役之图固定亩数的拨补原则常会造成部分烟户在住居遥远、环境陌生的地方办粮。不仅如此，推收拨补的紊乱往往

使推出的田土亩数零星，多为“贫顽”下户所有，他们在遥远陌生的地点纳粮时所遇到的多是人多势众、经济地位悬殊的本地

富户，遭到欺压和凌虐在所难免。 

三）民图编审中的改进措施 

面对上述问题浙江州县在明末以来的历次编审中，逐渐丰富发展出了一系列改进的措施：注重编役之图与丈量之图的衔接，

推收载明田土字号的做法被持续强调并加以完善；均田拨补时强调就近、熟识、听从民便的配里原则亦逐渐流行开来。作为一

个总的趋势，各地均田之图照顾地缘性的一面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加强。 

初行均田编里时推收带号尚不被重视，经过几轮编审后，才逐渐被提上日程。海盐县万历九年丈量后复经几届编审，出现

了“推收互异，总撒不同”的现象，万历二十九年（造册时遂有各甲推收载明原号段的规定。
②
至三十九年（因归户册“屡推收

而紊，弊渐多”，知县乔拱璧“取旧册按字号一一归之，给以单，田额复清”。
③
即以原有丈量册为据，又对辖境田土做了一次归

户的工作。在此基础上设立载明田土号段的“推收号票”以规范里书的日常推收： 

如一图天字一号起至几百号止，即照区图多寡，挨号填实推票，印发里书。每里照图原丈分发，收田者应收某号，即与该

书揭票，此据以为除，彼据以为收，分收者里书另写一号票，用私记合同印钤于官票之上，仍付区总处挂号，方准推收。„„

有田之家应收田亩，毋论十号百号，俱许揭票总钉，交与里书立户，有何差讹。
④
 

各里田土以原丈之图为限，推收时要载明原丈号段以便里书收除，进而汇总立户。为防范里书“自为推会”，弊窦难清，又

规定里书收除须经区总挂号，以加强区图之间的监督。天启元年（编审，每里更设立“推收二簿”，“业主查明号段亩数，眼同

里书登簿，仍至图总挂号，以便核数”。
⑤
由此可知“里书”与“图总”的区别，两者对应的单位分别为归户之图和丈量之图，

它们因买卖而发生的错位将由推收号票和“必要业主同在”等规定衔接起来，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图与里的名称是混用不辨

的。 

在同期嘉兴县的编审中，除了上述规定外，特注重推收号票与土地买卖税契的联系，对于绝卖土地，“即给合同小票”，令

买卖双方当面自行推收，“册书止宜会绍誊写”，卖契所载田地分数“合以丈量原册为主”，“回赎者虽例不投税，亦给官票为据”。
⑥
 

至康熙十年（编审之际，嘉善县令莫大勋重拾万历间方扬丈量旧例，进行了一次清田立号的工作，其做法集合了浙江自万

历以来衔接归户与丈量的一系列有效经验。其清田以圩为单位，“每一圩立一字，每一坻编一号，以杜重复”。
⑦
同时，“设连环

号单一纸二票，着令圩长开填某圩第几号，田地若干，即付业主亲填的讳真名，办粮图甲汇集钤印。一存备査一给业户。嗣后

卖买推收俱执此单为照，而丝毫无从虚驾矣”。在衔接田土与人户的关系时，号票的设立更强调登记业主真名，以及业户与圩长

                                                           
①乾隆《海宁县志》卷 5《食货七》，第 6 页 b。 

②“如一甲原田几何，原地几何原系何号段，先册何人得业，今册何人得业，分为旧管、开除、新收、实在四款，各详注其下”。 

《万历二十九年前任李编审事宜》，天启《海盐县图经》卷 6《食货篇第二之下》第 6 页 b 

③天启《海盐县图经》卷 9《官师》，第 28 页 b。 

④《万历三十九年前任乔编审事宜》，天启《海盐县图经》卷 6《食货篇第二之下》，第 7 页 b。 

⑤《天启元年知县樊编审事宜》，天启《海盐县图经》卷 6《食货篇第二之下》，第 10 页 a。 

⑥《嘉兴府嘉兴县为厘正赋役以更民困事均田十议》，崇祯《嘉兴县志》卷 10《食货志》，第 40b—41a。 

⑦康熙《嘉善县志》卷 1《区域志上》，第 30 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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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监督。同时，与上文嘉兴县推收须验契的规定类似，要求在归户办粮中区别土地买卖的不同性质，分为本户、祖遗、新

买、听赎四项。其中对可回赎的契约在登记后不做推收： 

绝卖田地收户办粮不必具论，或有典抵田地，在买主欲交割收户，在卖主因价未足而不肯推出，互相争执。独不知可赎与

不可赎止论契而不论单。嗣后清单用印悉贮后衡，必令业主将契桂号送验，方准发领。如查契有回赎字样，另用听赎印记，决

不俾小民有典价作绝之憾。① 

圩长最初造册时，就必须对圩内业主土地的四种情况加以区分，分别注明。“如以新卖为祖遗，或原卖发觉，或他人首告，

圩长册书俱应同业主治罪”。
②
这比同期嘉兴县初丈不问业主的做法要细致许多。

③
 

在推收方面，类于上述海盐县的“推收号票”，嘉善县立有“推汇田册”和“收归户办粮册”两种簿籍： 

存推汇田册者，先列每里所管诸圩总数于前，再列诸圩字号总数于次，再列业主名下存推田数，逐户汇提于后。„„存收

归户办粮册者，先列所管各圩为原额，次列开除推往各册田地，再列存图数目，后列新收字号，始开实在为册总。然后逐甲逐

户，照批呈所存所收细号归户办粮，而历册之隐漏、影射、飞洒、诡漏诸弊始绝矣。
④
 

虽然丈量以圩为单位，但莫大勋在大约每图三千亩的约束下，将所丈各圩田土完整地分配于各图： 

但各区图少而圩多，势必将该区之圩配分该区之图，而各图里书即以所分各圩田地为原额。是以将二十七区七百二十八圩

境界相连，配分二百图，另行编明字号，俾通县并无重叠，以便稽查。
⑤
 

由此可知，作为原额的图是一个将所属各圩田土完整包括进去，没有分割的地缘性单位。而此中田土业户则并不完全分布

于该图，为了确定其对所有田土的纳粮责任，归户必会出现跨图跨区的现象。少做推收尽可能与上述作为原额的地缘性的图保

持一致是主政者的愿望，“田少者存坐圩之图，田多者亦存坐圩之图，所推收者惟各区皆有田之人耳。各自归有田之圩，各自归

所住之里，则所推收者盖亦寡矣” ⑥
。人户田土存于住居之图一圩，只有在少数跨区的情况下才予以推收。 

完成了基础性的清田工作后，接下来就是如何组织的问题。鉴于上述均田时远拨零星人户于鸾远之地，以众凌寡，征收为

难的现象，各县多有就近、熟识、听从民便，禁止远拨零星小户的规定，其目地是想尽可能照顾到人户住居的地缘性基础，将

征收的组织尽可能纳人到原有的社会关系之中。如海盐县万历三十九年编审的规定： 

„„然奸户惟知花分诡寄可避田多之名，不顾几处纳粮，几处承役之不便。又有里书倡为挨里之说，新收者留甲，旧存者

推出，鹊巢鸡据，大非人情。本县推收之法，大都以本图田多为主，客图田少，即将客图之田收并本户。如一甲有余，即挨顺

割补二甲，十甲有余方挨顺割补邻图。宁割有余里长之田，不许分割零星人户。
⑦
 

所谓“新收者留甲，旧存者推出”，应与上引嘉兴县“所存留者必尽驯厚，所推出者必系贫顽”类似是指里书只以田土多寡

                                                           
①《税契条议》，沈受祺编《嘉善县清陚平役新书》卷第页。 

②《税契条议》，沈受棋编：《嘉善县清陚平役新书》卷，第页。 

③“圩长在本圩与各《居处相习，其某号田系某业主某业主者或所熟悉，但其中有典卖不等，亦有分拨子姓不一，更或田业系 

此姓此名，而完粮役册又系别姓别名者，必凭业主自具圩田单数，方无差误，故总丈草册不可遽令圩长开填业户也”（钱江：《丈

量末 

议》，康熙《嘉兴县志》卷《事文中》，第页。 

④《纪设推收诸册》，《嘉善县清平賦役新书》卷第页—。 

⑤《纪设推收诸册》，沈受祺编：《嘉善县清賦平役新书》卷，第页。 

⑥《编审定役之次序》，沈受棋编：《嘉善县清陚平役新书》卷第页。 

⑦《万历三十九年前任乔编审事宜》，天启《海盐县图经》卷《食货篇》第二之下，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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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户强弱作为推收标准而罔顾地缘住居的远近。上述改进办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图内各甲“挨顺割补”。有余则割补邻图。

只拨里长户，不拨零星小户。对其中“本图”与“客图”的理解，滨岛敦俊认为人户所有土地分布在各图之中，其中集中最多

的图即为本图，此外则为客图。 ①而川胜守援引江西事例认为是人户居住之图。
②
通过上述海盐县推收规定可知，所谓本图与客

图之分，应以万历九年（丈量编号之图为断，所谓“以本图田多为主，客图田少，即将客图之田收并本户”，是指人户应在自己

田土最多的那个丈量之图立户，少量它图田土在归户时一并纳人其中。在此基础上，再根据上述三项原则进行割补。丈量、归

户、均田拨补使图的范围发生错位，土地买卖会使纳税负担在各图间流动，均田拨补会使部分人户的纳粮地点发生变更，上述

三项原则的目地是要将这种错位的程度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缓解中小土地所有者所处的不利局面这一点在明末的编审中巳成

共识。 

在嘉兴县，对甲内田土也规定禁拨零星小户，“各将本甲里长田若干，带管甲户田若干，仍结图总综之单尾。有余则善恶相

均，出图则倒甲随去” 
③
。在崇德县，则对每甲亩数的限制有了一定通融余地，“今酌定每甲田地若干亩以为成数，其有赢田数

亩者，不必拨，有亏田数亩者，不必补，但不可多寡至一二十亩以开隐漏之弊耳”
 ④
。而在图一级则更强调在地缘基础上的人户

自愿搭配：“今合无着册总责成总区，总区责成册书，具开都图四正四隅之至，册总挨都挨图攒造一册，远近如指诸掌，临编审

时细加检阅，量其有余不足，鳞次编充。又许里递自相议认，以近就近，听从其便，搭配拨补之，则既沐均田之利，更免远涉

之劳，催征勾摄永无虞矣”。
⑤
 

在嘉善县人户田多者分布于各图，规定“应令本册田多之户存足三百亩之数。又尽本册之田，先完数甲，不足而后收本区

各册之田以补之，又不足而后收他区各册之田以补之。如一人止本册数圩之田，并无田在他册者，不许出册，如一人止此一区

之田，并无田在他区者，不许出区”。
⑥
其中人户立户的“本册”是对所属各圩的一个完整的把握，与海盐县的“本图”相类，

都是在丈量基础上形成的地缘单位。田多业户先尽本册田立甲，不足再旁及他图、他区，这是对过去“挨顺割补”原则的贯彻，

它使人户办粮尽量能与其住居之图保持一致；对于田少零户，则规定只在“本册本圩”立户，田土则“拟应照鱼鳞挨号册号前

后均摊各甲。如零户田三百亩，每甲均摊三十亩，积荒绝户坟俱在其中。而后以田多之户二百七十亩配之，以足三百亩之数。

如官儒图向来三千亩为净图，三百亩为净甲者，自不肯搭配小民，应以一二三四五六七甲为净甲，以处官儒之田，八九十甲为

民甲，以处零星坐圩之小户。仍以田多之民户配足每甲三百亩则里之催征甚均”，零户同处一圩，催征甚便，“间有田在此圩而

业户住远者，即令佃户领催”。
⑦
在一图之内，通过对官儒户的区分圩的完整包容以及租佃关系的利用，社会经济地位各不相同

的土地所有者就这样被容纳了进来。 

嘉兴府自万历以来在丈量、推收、编役等方面积累的一系列办法在嘉善县康熙十年（编审中得到了系统地应用，并为浙江

巡抚范承谟、布政司袁一相所采纳。在康熙十年的编审中，以三千亩均里均甲的做法推广至浙江全省，“凡有产三亩者充役一厘，

有产三十亩者充役一分，有产三百亩者充役一名”。
○8
其三千亩的限制只是一个大概的标准，其间有多寡不齐，“或溢三五亩者，

或少三五亩者，亦当不较”
○9
。在这一编里规模下，“止有拨人之户而无拨出之户，即使极大之户有拨出者，而附近里分未必皆

多于三千亩之外，是就近可拨不必远拨”
○10
人户远拨现象可望缓解。此后历届编审，来自浙江抚宪、藩司的条文都一再重复着前

此各县巳有的基本原则：以丈量之图为基准，推收载明鱼鳞字号；均田编图而又允许亩数多寡通融；田多者尽图尽甲汇收，田

                                                           
①日滨岛敦俊：《明代江南農村社会《研究》，第 275—276 页。 

②日川胜守：《中国封建国家支配構造一明清陚役制度史研究》，第 264 页。 

③《嘉兴府嘉兴县为严申编审事宜》，崇祯《嘉兴县志》卷 10《食货志》，第 37 页 b。 

④《编审事宜》，万历《崇德县志》卷 1《纪疆》，第 47 页 b。 

⑤《编审事宜》，万历《崇德县志》卷 1《纪疆》，第 47 页 a。 

⑥《里户存图条议》，沈受祺编：《嘉善县清赋平役新书》卷 3 第 12 页 a—b。 

○8 《小户存图条议》，沈受祺编：《嘉善县清赋平役新书》卷 3，第 6页 b—7页 a。 

○9 康熙《杭州府志》卷 11《田赋下》，第 72页 a。 

○10《配明二十区图圩号总册》，沈受棋编：《嘉善县清赋平役新书》卷 3第 23 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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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者听便自觅熟识之里，自相配足，禁止远拨。
①作为纳税归属的编役之图虽与田土登记的丈量之图发生程度不同的错位，但上

述做法又使其错位限定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前者以后者为框架，每十年经历持续而有限度的变动成为常态。至康熙三十九年

（编审时，据布政赵申乔所言，“查各州县额设里图，皆度地面之广狭以定里图之多寡，版章一定，无容增减”，于潜、象山等

县也提出了因仍本县里数旧额编审，而不是死板地执行三千亩编里的规定。
②
这些都说明各地在征收组织的改造中程度不同地获

得了地缘性把握的基础。 

四、清前期“图”的多重性质及变化 

综上所述，自隆庆末年以来，经由不定期的土地丈量和十年一周期的均田编审，明初以人户为把握对象、按户等轮流应役

的里甲制度逐渐蜕变为一个以田土为对象的控制体系。做为这一过程的阶段性结果，清前期图的形态一方面体现出较强的地缘

性，另一方面也会出现图内田土并非全部壤地相接的情况，图的面积则处于幅度较小的，不断的变动之中，下面就以嘉兴府为

主，对方志记载中图的混杂性质作出描述。 

海盐是嘉兴府最早实行均田均役的县。由上文相关部分的内容可知，海盐县在万历九年同步进行了土地丈量与均田编审，

图分的划定在经界之初就考虑到了限定亩数的因素： 

夫田间形势以四围通水为一圩，而圩之大小不齐，不可以计亩限也。法当每圩立一圩长，通计圩内田爿若干，每爿实田若

干，某户田若干，庶使稽查可无隐漏。今各役不论圩头，止限田数，一圩之田数人分丈，一人之役数圩分量，互相推托，实生

弊孔。
③
 

由上引文可见，海盐县的丈量并不是对圩的完整把握，其“止限田数”一语说明均田原则在经界划分中发生了作用。在大

致保持田土均等的约束下，各都亩数多寡不一的里分经历了合并与分析。“如一都、三都、七都、十四都西北区，此富里也，听

其将一里升为二里。如十三都、十六都、十四都东南区，此沿海患里也，听其将两图并为一图，仍不许增减原额里数”。
④
 

表 1之 A、C两列显示了万历九年后海盐县各图分布与明初分布的差别。经过升里与并里的调整变化后，各都图数发生了变

化，一些都分合并后没有出现在用于派役的里甲体系中。另据同志卷一所载：“里所以兼名图者，取版籍义，编一百六十一字，

别其里而名之，使有辨，故今人概称乡图也。编次用千字文，自天字至女字止，仍分东西某区某字图，不拘都分之旧，其籍在

县掌，故不以入黄册也”。⑤即列所示只是黄册上报中央的书面形式，而列才是实际派役的乡图版籍。那么后者就是完全罔顾地

缘性的人为划分吗？将列与列对比可见用于圩田管理的都区规制基本是万历九年丈量均田的登记单位，各都区圩数与图数之间

相差并不悬殊。因此，虽然丈量编审中图与圩之间呈现交错的关系，我们还是能够合理推断，海盐县万历九年按亩数编成的图

是以对圩的地缘把握为根基的。

                                                           
①参见乾隆《海盐县续图经》卷 2《役法》，第 14 页 a—b。李之芳：《宪行八款》，康熙《嘉兴县志》卷 9《事文中》，第 81 页 a-82 

页 a。袁国梓：《均田均役条议》，康熙《嘉兴县志》卷 9《事文中》，第 77 页 a—78 页 a。 

②赵申乔：《编审届期等事详》，《赵恭毅公自治官书类集》卷 21《续修四库全书》，第 881 册,第 491 页。 

③天启《海盐县图经》卷 16《杂识篇第七》，第 39 页 a。 

④《万历九年前任知县蔡初行均甲事宜》，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六，役法，第 5 页 b 

⑤天启《海盐县图经》卷 1《方域篇第一》，第 29 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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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代前期历经数次编审，上述乡图规制基本被保留下来。在乾隆《续海盐图经》中，各图分布没有变化，并增加了各图

所在的地名、距县城的距离、四至以及接壤的邻图，其地缘性特征相当明显。但另一方面“洪月”、“闰余”、“草赖”都是两图

合并登录，“化”、“被”两图则没有记载，这是历届推收和康熙初年丈量升减的结果： 

„„案续图经不载化、被两图界址，俗传其地已沦于海，此说非也。自万历中丈量用千字文编里，迄今田土如故，未闻有

数千亩地沦入海中之事，考赋役全书载，原设版图一百六十一里，今编顺庄一百五十九庄，自是编顺庄时所销并也。又如出、

昆、珍、重、淡、潜、来、龙等图皆自小图以附之，如补出小昆、小珍之类，其地或毗连本图，或远隔别图，分并之由年远无

考。续图经所载各图界址颇有不符之处，第鳞册久经淆乱，今亦无凭更正，姑仍其旧，以俟续考。 ① 

据上引解释可见，化、被两图应是行顺庄法时被销并的，则合并登录的原因也应是这样。
②
其“皆自小图以附之”的情形说

明历次推收的累积结果使一图人户所有土地会出现“远隔别图”的情形，图的界址只是一个大概的标注其实际范围因上述行政

操作的循环而常处于小幅度变动之中。这种丈量与编审同时进行的改造方法并非孤例，如上文隆庆五年（的仙居县就是如此，

不同之处是发生了图分的销并。 

                                                           
①光绪《海盐县志》卷 4《舆地志》，第 29 页 a-b。 

②对于顺庄法的实行需另文考察，此处只需要说明浙江雍正九年行顺庄法时许多县都是以原有图分作为把握基层村落的地 

缘单位的。除平湖县外，嘉兴府其它各县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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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盐县不同，嘉兴府其他县都是在万历丈量后陆续开始均田编审的。在崇德、桐乡两县，康熙十年的限田编审直接导致

了图的销并。在桐乡县，“康熙十一年，知县路一鳌奉宪，每里装田三千亩。田不应数，销去民图五儒图一，止存一百七十三里”

○1 。在崇德县，是由地方官厅监督，乡绅公议，共同决定销并的图分，其田土则并人存图之中： 

国朝康熙十年届编审，奉宪饬减里均田均役，三千亩为一里。令会同儒学丞簿尉员，通邑绅衿里老，齐诣神前。将存销二

项置签公掣，原额二百十三里，今改正一百六十四里，其销去图分田地，俱并入存图内。
○2

                                                           

○1 康熙《桐乡县志》卷 1《土地部》，第 25 页 b。 

○2 康熙《石门县志》卷 1《封域》，第 10 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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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里分调整是以都为界都内里数虽变，“而各里之田赢缩原无甚异也”。
①由表可见，在销并之前，一圩田土常在数图之间细

碎分割，也有跨都的现象。康熙十年均田销图后，圩的归属又发生了新的组合，至少在一都之内，圩名不再重复出现，基本实

现了对圩的较完整的把握。而在桐乡县嘉庆县志的都区图中，与海盐县类似，图标有明确的地域界限。
②
这种在编审之年发生图

分销并的情况各地多有，如处州府庆元县康熙十年以三千亩编里，里数减为三十七，“其所没之户田地山塘悉并人三十七里之内。

中有两姓并为一户，或二三姓，或众姓并为一户，且止有丁地山塘而无田亩者，亦止有田亩而无丁山塘地者，各依所并项下输

差，而偏累之弊除”
③
。由此可知，里图的销并是伴以原有里甲户名的取消，原有人户在现存里分的户名中寻找熟识，重新排列

组合，朋充纳粮。 

嘉兴、嘉善、秀水三县丈量以圩为单位，三县明末以来的方志都详载了都区下各圩的田土、税粮数目。而在图对圩的把握

方式方面，则有所不同。 

如上所述，嘉善县作为原额的丈量之图是以对所属圩块整个地包容为特色，不存在对圩的分割，这在该县明清所编四部县

志之中得到了印证。现将康熙、雍正两志所载下保西区圩名、亩数等内容列为表。

                                                           
①光绪《石门县志》卷《食货志》，第页。 

②嘉庆《桐乡县志》卷，第页—页。 

③嘉庆《庆元县志》卷《建置志》，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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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圩名以外，亩数、图数、图名等康熙志一仍万历旧志，这是因为康熙三年（嘉善县并没有进行实际的丈量。①康熙十年

清田立号是在参考旧圩号的基础上编成，有些圩的名称未变，有些则重新命名，有些将一号分成了两号。而在雍正志中，圩的

名称则又多恢复到万历旧志的圩名，少有变化。康熙十年的编号并没有保持下来，当是原有圩名沿用已久已成惯例所致。雍正

志各圩亩数比万历原额数要少，据雍正志的解释，其数额只载田地两项，系“照康熙四十八年后各乡正所造细号额册” 汇总而

来。但扣除后仍微有参差，光绪志的解释是历次大造互有升减的缘故。
②
由此断定，雍正志所载乃康熙四十八年（各图圩田田土

总额的汇总，其图一圩规制反映了康熙十年编审后历经三次推收拨补后的结果。光绪志相关内容一仍雍正志，复以网格法重绘

本县二十区圩田分布图，“擎舟履绘，以散合总，无不吻合”
③
。进一步详细明确了该县自康熙四十八年编审后形成的规制。 

由表可见嘉善县自康熙十年后历经三次编审，各图对圩的完整把握这一特点依然被保持着。合计各图亩数，数量多在亩左

                                                           
①光绪《嘉善县志》卷 10《土田》，第 3 页 b。 

②雍正《嘉善县志》卷 4《土田》，第 31 页 b。 

③光绪《嘉善县志》卷 10《土田》，第 7 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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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将表各图与光绪志的区圩图（图做一对比可以发现，在数圩凑成的亩左右的图中有相连在一起的，如图的个圩就是这样。

也常有个别圩与其它圩之间距离甚远’如一图的大金、余、北成、钳金、体五圩相连，而大号、小号两圩多亩的土地与之远隔

两个湖荡。再如图的“附暑”圩即与其他圩相隔甚远。由上述对嘉善县编审的分析可知，将这些零散的地域并不相连的圩合于

一图，是康熙十年编审后历经三次推收和拨补后的结果：临届编审之期，因人户田土买卖距离较远，一些只有几十亩或几百亩

的小圩就会在各图推收时改变其隶属，而在均甲编役中，割补也可能会导致零星圩块远隔人户住居之图。 

而在嘉兴、秀水二县，同一圩被分割于不同都图的情况非常普遍，图的地域完整性就差一些。至顺治八年（编审时，嘉兴

县“査照往册竟将里图中分拨乱错综。故有同里不识面催科遥隔八九十里无论舟楫之苦，跋涉之劳。即日来奔走，未遑依限输

纳，必致公私两误”①。康熙初年丈量时，各图人户与圩长就图的界限和田土额常发生争执，“先动弓者竟将临图之田丈为己有，

间有多至一二百亩者”，导致归户之图的田土总额与圩长丈量之数出现差缪。
②
由于丈量归户之图对圩的地缘性把握较之嘉善县

要差，历届编审中各都区圩的分布呈现出一个重新分割组合的过程，变动较为剧烈。
③
康熙十年以三千亩为率编审里役时发生了

里分的削减，由原来的里减少为里。
④
同样秀水县由“知县事李见龙置签公掣，减里二十九，止存二百六十里” ⑤

。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里分的削减并不是图分的销并，它只是表示人户纳粮范围的周期性变动较为剧烈，后者的地缘性把握

虽不甚理想，但依然被保持了下来。
⑥
同样在杭州府海宁、钱塘等县，如上引文所述其编役之里因罔顾人户住居，任意拨补，导

致纳粮维艰。康熙十年编审后，里数又有进一步调整，但都有“其原里分广狭如故”之语，即指编役里数的变动并未构成对原

有都图地域的改变，再如海宁县硖石镇康熙十年编审，“硖石四图并去第二图，止存三图，逾年旋复为四图”。逾年旋复之举说

明了编役减里的临时变通性。 

五、结论 

综上所述，在明清时期浙江基层征收组织的童建过程中，“图”兼具土地登记与均田编审的双重功能。前者是将编号田土加

以类聚进而分派原额税粮的依据，它是一个完整的地域划分。但实际的催征组织必须以户为单位类聚田土以实现征收责任的合

理分配，由于土地买卖的频繁包揽网络所凸显出的土地关系的复杂，使得原有编户里甲的催征组织功能日渐失效，遂转而以田

土为对象重新编成均田之图。 

必须强调的是，“均田”并非只是以整齐划一的亩数重新编成里甲这么简单，它只有切实把握土地产权流动，通过区分、约

束进而完整地将地域社会关系容纳进来才能真正发挥组织征收的作用。它要求限制士绅优免额度，推收归户时以丈量之图为基

础载明田土字号，均田时强调就近、熟识、挨顺配里，禁止远拨人户，图的亩数大致遵循三千亩的规限而又允许通融。 

经过明代嘉隆年间直至清康熙初年历届编审的不断累积，上述做法逐渐在浙江全省形成共识，均役之图由此具有了程度不

同的地缘性特征，它体现在征收组织的规模大致控制在三千亩左右，征收范围在地域上应尽可能相接，以及尽量避免割裂地域

社会关系的完整性等方面。它是当时州县行政对自身行为合理化的一种设计其实现的程度各地差别较大，这取决于丈量清田的

效果和日常推收的准确程度，也与编审派役的组织合理程度密切相关，这一点直接影响到此后浙江各地顺庄法推行的形态特征

                                                           
①潘湛明：《通详均田均役条议》，《治安文献》卷 2《官箴书集成》，合肥：黄山书社 1997 年影印本，第 4 册，第 656 页。 

②屠延禧：《复上嘉邑林父师书》，康熙《嘉兴县志》卷 9《事文中》，第 18b—19 页 a。 

③清前期各都圩的分割情况参见康熙《嘉兴县志》卷 3《贡賦志》，第 7 页 a—30 页 a。 

④康熙《嘉兴县志》卷 1《地理志》，第 57 页 b。 

⑤康熙《秀水县志》卷 1 方域，第 11 页 b。 

⑥光绪《嘉兴县志》卷 11《田陚下》部分列有该县行顺庄法后各都的庄名和其所属的圩名。我们能发现各都庄数及分布除坊 

厢外与明初里数完全相同。 

⑥康熙《杭州府志》卷 2《坊里》，第 13 页 b，第 14 页 b，第 14 页 b，第 17 页 b。 

嘉庆《硖川续志》卷 5《乡都》第 1 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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